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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
路径选择
卢凌宇

　 　 内容提要: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至少可以遵循两条路径:一是“核心问题驱

动路径”ꎻ二是“观念引导路径”ꎮ 核心问题能否推动中国学派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问题的性质ꎮ 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不易受外交政策影响、具有重大

理论价值的经验性问题而非规范性问题ꎮ 不仅如此ꎬ该路径可能还必须回应“泛目的性”

的质疑并解决集体行动问题ꎮ 观念则包括关于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ꎮ 它

们是人性的一部分ꎬ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同构性ꎬ从而赋予了“观念引导路径”以较强的

自然演化属性ꎮ 两条路径虽然取向不同ꎬ但可以并行不悖地共同促进中国学派的生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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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高度重视理论的本土原创性是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一个显著特色ꎮ①这个倾向至

少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半期ꎮ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ꎬ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

研讨会上ꎬ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ꎮ② 以此为起点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国视角”和“中国学派”等说法陆续出现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理论、构建

①

②

本文把国际关系学定位为社会科学ꎬ以区别于国际关系史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国际
关系学ꎬ所以两者在文中交替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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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 ”的倡议ꎮ①如果说中国视角是“从中国的立场、利益、历史文化等视角思考

与研究国际问题ꎬ从中国的问题意识思考国际问题”ꎬ ②那么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既是中国视角的理论结晶ꎬ又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前提ꎮ 相对于中国特色和中国视角ꎬ

中国学派强调理论的“体系性和流派特征”ꎬ③“在主观上更自觉ꎬ在内容上更充实ꎬ较

之从前更有底气”ꎮ④

科学的学派(ｓｃｈｏｏｌ)是一个特定的研究群体ꎬ群体成员“研究旨趣相似ꎬ理论导向

相同ꎬ思想倾向相仿ꎬ学术风格相近”ꎮ⑤ 事实上ꎬ国际关系学者并不总是赞同“学派”

这个提法ꎮ 一方面ꎬ亚历山大􀅰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

书的前言中向“明尼苏达学派”(ｔｈｅ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ｓｃｈｏｏｌ)和学派之父雷蒙􀅰 杜瓦尔(Ｒａｙ￣

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表达了谢意ꎬ另一方面ꎬ温特坦言不能确定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其他

成员是否会承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ꎮ⑥尽管如此ꎬ社会科学中的学派不仅客观存在ꎬ而

且对知识的增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ꎬ学派之间

的互动引发理论创新ꎬ学派对于传承学术精粹ꎬ凝炼学术传统ꎬ铸造学术辉煌ꎬ造就学

术大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⑦

以国家来命名学派在社会科学史上不多见ꎬ⑧但并非没有ꎬ例如国际关系学中著

名的“英国学派”和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ꎮ 国内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支持“中国学

派”这个提法ꎬ主要的分歧体现为对中国学派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ꎮ 很多学者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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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单一的中国学派ꎮ① 庞中英把中国学派视为“有中国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总

称ꎬ并非指单一的一个学派”ꎬ因为在中国学派内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学派ꎮ②俞正梁则

指出ꎬ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繁荣ꎬ取决于“不同学派的形成、切磋与争鸣”ꎮ③也

有学者对以国家来命名学派表示异议ꎮ 阎学通认为ꎬ理论是人类的公共物品ꎬ没有国

籍上的排他性ꎬ所以美国三大理论的创建者就从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所谓的“美国理

论”ꎮ 国际关系理论的所谓学派往往指“系统性还不太完善的理论思想”ꎬ并不是说这

些理论思想具有国家或民族性ꎮ④

关于“中国学派”内涵的争论固然为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所不可或缺ꎬ

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无疑是如何建设中国学派ꎮ⑤在这个问题上ꎬ秦亚青教授的

贡献最为突出ꎮ 他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中ꎬ倡导并

系统地论证了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驱动路径”ꎮ⑥ 本文是对秦亚青

教授这篇纲领性著作的深化和推进ꎮ 本文潜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对核心问题

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ꎬ阐述了“核心问题驱动路径”的特点和限度ꎻ二是尝试性地

提出了与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观念引导路径”ꎮ 在

经验上ꎬ本文将通过核心问题和(共有)观念这两个视角ꎬ对正在形成中的建构主义的

“中国学派”、“清华路径(学派)”和“上海学派”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评价ꎮ

一　 学派何以生成: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从逻辑上看ꎬ学派的生成有两条路径:一种是自然演化ꎻ另一种是人为建构ꎮ 所谓

自然演化ꎬ指学者按照自己的偏好去从事研究ꎬ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学术交集ꎻ

人为建构ꎬ则事关学术共同体的领导和组织ꎬ以及如何处理与行政机构的关系ꎬ有着较

重的权力政治痕迹ꎮ 支持自然演化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理论建构 “无法以机械的方式

通过拼凑、组装事先想当然的零部件的途径来完成”ꎬ因此ꎬ学派“不是自封的ꎬ而是被

８２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内学者也有反对以国家来命名学派的ꎬ例如张晓明指出ꎬ用英国学派来比附中国学派是不恰当的ꎬ因
为英国学派严格地说应该叫英格兰学派ꎬ它不能代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国际关系思想ꎬ参见张晓
明:“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第 ７８－８０ 页ꎮ

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ꎬ第 ２０ 页ꎮ
俞正梁:“序言”ꎬ«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ꎬ第 ２ 页ꎮ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ꎬ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２９２－２９３ 页ꎮ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６５－１６６

页ꎮ
同上ꎬ第 １６５－１７６ 页ꎮ



承认的”ꎮ① 王逸舟也指出:“中国􀆺􀆺特色不是说出来的ꎬ而是自然形成的ꎬ所谓‘水
到渠成’、‘功成名就’ꎮ”②王逸舟在此处虽然讨论的是特色形成ꎬ但这个观点也适用

于学派生成ꎬ因为“特色”往往是学派的思想特征或标新立异之处ꎮ 这些学者的观点

符合卡尔􀅰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和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等科学哲学家的知

识进化观念ꎮ 在波普尔看来ꎬ“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ꎬ而
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ꎬ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ꎮ③库恩把科

学进步比喻成物种适应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ꎬ认为“科学发展必须被看做是一个从后

面推动的过程ꎬ而不是受到前面拉动的过程———就像生物进化是从过去物种进化而

来ꎬ而不是向什么物种进化而去”ꎮ④库恩进而建议ꎬ如果用“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

进”取代“按我们希望知道的去演进”ꎬ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消失ꎮ⑤

苏长和等指出ꎬ独特的理论贡献是判断学派存在的主要标准ꎮ⑥ 而所谓独特的理

论贡献ꎬ必须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ꎮ 学派的形成是一个过程ꎮ 在政治 /国际关系学

史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学术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形成某种派别ꎬ但他们

努力推进自己的研究纲领和范式ꎬ最后被学术共同体认可为学派ꎮ 下文要大量论及的

美国政治学的芝加哥(Ｃｈｉｃａｇｏ)学派和罗切斯特(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学派就是这样的先例ꎮ 从

这个角度来看ꎬ自然演化与人为建构虽然遵循不同的生成逻辑ꎬ但两者并非针锋相对ꎬ
而是存在交集ꎮ 具体而言ꎬ一方面ꎬ自然演化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ꎬ而是可以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ꎬ借助制度和文化环境ꎬ为学派的成长创造适合的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建
构主义者可以从自然演化的案例中吸取学派成长的经验和教训ꎬ提高学派建设的效

率ꎮ 所以ꎬ学派生成往往是人为建构和自然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关于学派生成的条件ꎬ国内外学者做了不少深入的探讨ꎮ 本文认为ꎬ西方国际关

系学者的贡献突出了共同信念对学派生成的重要性ꎬ而国内学者则提出了与之大异其

趣的以核心问题来驱动学派生成的另一条路径ꎮ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学派的生成条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ꎮ 学派的生成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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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到以下五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卓越的学派领袖、优秀的学术团队、坚定的思想信

念(例如芝加哥学派对实证主义的信念、罗切斯特学派对理性选择的坚守)、革命性的

学术影响和(大学)行政中枢的支持ꎮ①本文认为ꎬ在诸种因素中ꎬ能够支撑学派兴起和

传承的决定性因素是共同的信念ꎮ 行政中枢的支持往往意味着财政和组织资源ꎬ但行

政支持并不构成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ꎮ 强大的学术团队和革命性的学术影响是孪生

兄弟ꎬ同时又是学派生成的结果ꎮ 不仅如此ꎬ世界级名校的政治学系几乎一无例外有

着强大的学术团队和重要的学术影响ꎬ但并不因此都成为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学派”ꎬ
比如今天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杜克大学政治学系ꎮ 卓越的学术领袖对于学派的

启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ꎬ有些学派甚至以领袖来命名ꎬ比如政治哲学领域有所谓的

“斯特劳斯学派”(ｔｈｅ Ｓｔｒａｕｓｓｉａｎｓ)ꎮ②然而ꎬ学术领袖履行着行政领导和学术思想领袖

的双重职责ꎮ 如前所述ꎬ行政支持本身构不成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ꎮ 学派领袖与通常

的政治学系主任或顶尖政治学者的本质区别也不在于其绝对的学术贡献和影响ꎬ而是

坚定的学术信念ꎮ 学派的生成和繁衍实际上是对开山领袖学术信仰的继承和发展ꎮ
换言之ꎬ如果学术共同体缺乏坚定的信念ꎬ即使同时具备行政中枢的支持、强大的学术

团队、巨大的学术影响和卓越的学术领袖ꎬ仍然形不成“学派”ꎮ 后文将要重点阐发的

“观念引导路径”即是对共同信念或观念如何促成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生成的论证和引

申ꎮ
关于学派如何生成ꎬ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ꎮ 第一种观点突出“核心概念”ꎮ

孙学峰等在评价成长中的“清华学派”时ꎬ把缺乏“核心概念”视为学派尚未形成的一

个主要标志ꎮ 实际上ꎬ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ꎬ因为核心概念要么被用

作自变量ꎬ要么是因变量ꎮ 所以ꎬ核心概念是形成核心问题的前提ꎮ 例如ꎬ形成中的

“清华学派”就旨在回答“霸权国家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化”这一重要问题ꎮ③

第二种观点强调系统的方法或方法论ꎮ 张锋坦言ꎬ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清华学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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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卢凌宇:“美国政治学学派生成的条件分析:以罗切斯特、芝加哥和耶鲁学派为例”ꎬ«中国社会科学
报»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５ 日ꎻ也可参见张家治、刑润川主编:«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ꎬ第 ２３－２４ 页ꎻ艺衡主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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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ꎬ可参见[美]肯尼斯􀅰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ꎬ梅仁、王羽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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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２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８０３ꎮ

“斯特劳斯学派”(ｔｈｅ Ｓｔｒａｕｓｓｉａｎｓ)是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来命名
的ꎮ 这种学派命名方式较为少见ꎮ 关于“斯特劳斯学派”的概况ꎬ可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Ｍｕｒｌｅｙꎬ Ｌ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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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争的得失:试论斯特劳斯派”ꎬ«求是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ꎬ第 ４５－５１ 页ꎻ朱兵:“一位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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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特色、颇具发展潜力的一支ꎮ 它以中国先秦思想和实践

为经验基础ꎬ目的是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ꎬ同时强

调科学方法的应用ꎮ 尽管如此ꎬ张锋坦言上述三个特征还不足以支撑起“清华学派”ꎬ

因为“一个学派必须在一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ꎬ并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

标志性方法与观点ꎬ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ꎮ①这个观点与乔治􀅰斯

蒂格勒(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ｉｇｌｅｒ)的看法相呼应ꎮ 斯蒂格勒曾指出ꎬ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

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ꎬ那它的寿命将更长ꎮ 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ꎬ因而

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挑战ꎮ②但是后文将要论证ꎬ社会科学的方

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是同构的ꎮ 在很多情况下ꎬ本体论和认识论决定了方法论和方

法的选择ꎮ 换言之ꎬ方法论是表ꎬ本体论 /认识论是里ꎮ 同一方法(论)可以用于研究

不同的核心问题ꎬ未必具备支持学派生成的独立性ꎮ

第三种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是秦亚青的观点ꎬ即强调“核心问题”ꎮ 国内其他学者未

必赞同单一的“中国学派”这个提法ꎬ但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赞同核心问题对于学派

形成的驱动作用ꎮ 秦亚青首先把国际关系学定位为经验科学ꎮ 经验社会科学是问题

驱动的ꎬ其理论贡献在本质上就是对某个研究问题的回答ꎮ 从这个前提出发ꎬ秦亚青

指出ꎬ中国学派建构的起点和关键是提出有价值的核心问题ꎮ 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是

基于又不囿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原创性的理论ꎬ而这样的理论就

是对某个核心问题的回答ꎮ 具体而言ꎬ理论的核心问题主导一个特定行为体的研究议

程ꎮ 它引导出核心理念ꎬ然后“从核心理念形成理论硬核ꎬ从理论硬核发展成理论范

式”ꎮ 秦亚青还辨识出“美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为“如何保护和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ꎬ

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主权国家体系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况下ꎬ“国际社会是如何形

成和发展的”? 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核心问题的差异取决于二战之后两国的历史地

位和面临的问题不同ꎮ 这种差异性“通过英美两国社会文化表象系统的折射ꎬ显示出

质的差异ꎮ 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ꎬ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

社会ꎻ使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的霸权护持ꎬ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的建

构与运作ꎻ使美国人更加注重软硬实力ꎬ使英国人更加注重规范与规则”ꎮ 通过类比ꎬ

秦亚青提出 “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很有希望催生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ꎮ③

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得到了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的赞同ꎮ 卡赞斯坦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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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ꎬ贝广多等译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１６６ 页ꎮ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ꎬ«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６５－１７６

页ꎮ



“很怀疑在解决问题上(或自变量)存在特定的国家学派”ꎬ但他表示“确实相信某些学

派产生于特定社会之相互联系的问题群(或因变量)”ꎮ① 不仅如此ꎬ核心问题引导路

径在国内学术共同体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ꎮ 多年以来ꎬ中国国际关系学经常受到

批评ꎬ被指“连问题也要从国外引进”ꎮ② 理论建设要来自现实中的重大问题ꎬ③所以ꎬ

“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ꎮ④

综上所述ꎬ核心问题和共同信念是最具包容性和潜力的学派生成路径ꎮ 接下来ꎬ

本文首先进一步讨论“核心问题驱动路径”的特点和限度ꎬ然后再论证“观念引导路

径”的合理性和不足ꎮ

二　 核心问题的类型与学派的生成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这个论题而言ꎬ秦亚青教授的贡献在于第一次系统地

提出了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以及实现这条路径的基本原则ꎮ 尽管如此ꎬ

要让这条路径为中国本土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做出切实的贡献ꎬ仅仅依赖纲领性的原则

是不充分的ꎮ 后继的学者有必要将秦亚青教授提出的若干原则细化ꎬ深入地探讨核心

问题推动学派生成的特点和限度ꎬ这样才能赋予这个创见以可操作性ꎮ 本文在秦亚青

原创性贡献的基础上提出ꎬ“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能否顺利贯彻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问题的性质ꎮ 具体来说ꎬ经验性问题而不是规范性问题更有助于该路径的实现ꎮ 而

且ꎬ无论核心问题的性质如何ꎬ这条路径还面临着“泛目的性”、问题的阐释性和集体

行动问题等约束ꎮ 对于以国家命名的学派ꎬ情况尤其如此ꎮ

诚如秦亚青教授所言ꎬ包括核心问题在内的任何研究问题都有不同的时空走向ꎮ

根据问题的时间向度ꎬ研究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验性问题(Ａ 类)ꎻ二是规范性

问题(Ｂ 类)ꎮ 经验性问题是对经验性事件的提问ꎮ 经验性事件分为两种:一是已经

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象或事件ꎬ例如古希腊时代斯巴达、雅典以及冷战期间美国和苏

联对峙的“两极格局”ꎮ 二是普遍性的现象或事件ꎬ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ꎬ就一直存在

的问题ꎻ这样的问题可以缓解ꎬ但不可能完全解决ꎬ比如曼库􀅰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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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集体行动问题ꎮ①相反ꎬ规范性问题指涉未曾发生的现象或事件ꎬ主要有以下

两个子集:②一是尚未发生的事件ꎬ比如打破美元单一霸权的世界经济秩序ꎮ 二是应

然性事件ꎬ比如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ꎮ 应然性事件与尚未发生的事件并不总是泾渭分

明ꎮ 对于某些主体而言ꎬ尚未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就是应然性事件ꎮ 例如ꎬ朝鲜半岛无

核化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张ꎮ

参照上述核心问题的类型学ꎬ不难发现ꎬ美国学派、英国学派与秦亚青教授所建议

的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ꎮ 美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在

二战中确立的国际地位以及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ꎬ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

题则是“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ꎮ 引导中国学派生成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则

是“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ꎮ③美国的霸权护持行为始于二战结束ꎬ而英国所

谓的国际社会的形成甚至早于 １９４５ 年ꎬ两者虽然也指向未来ꎬ但都已经发生并且正在

继续ꎬ因此可以视为经验性问题ꎮ

相比之下ꎬ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个问题则既可以视为经验性问题ꎬ又

可以视为规范性问题ꎬ两者分野取决于所谓“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准是什么ꎮ

这里牵涉到三个关键词:一是“和平地”ꎻ二是“融入”ꎻ三是“国际社会”ꎮ 如果说“和

平地”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大规模的战争ꎻ“融入”指成为重要国

际组织的成员ꎻ“国际社会”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ＷＴＯ 等主要的国际组织ꎬ那

么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ꎮ 相反ꎬ如果把关键词的外延窄化ꎬ比如把“和平地”界定

为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ꎬ那么鉴于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样的事件ꎬ我

国即使已经“融入国际社会”ꎬ但却不是“和平地”ꎬ至少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是如此ꎮ

但是ꎬ毫无疑问ꎬ这个核心问题符合秦亚青教授所强调的核心问题的“目的向度”ꎬ体

现出前瞻性ꎬ能够“代表人类发展的需求和进步方向”ꎮ④快速崛起的中国的目标是和

平地“融入”国际社会ꎮ 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ꎬ也应当并且能够成为中国国

际关系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ꎮ

鉴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体量ꎬ“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ꎮ 但由于该问题本身可能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ꎬ所以无意中掩盖了两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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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及其在促成中国学派成长中的作用ꎮ 本文认为ꎬ单纯的规范性问题或许难以成为

承载催生中国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规范性问题具有高

度的可变性ꎮ
规范性问题难以控制的可变性源于这类问题的所指是未来ꎬ因而是不确定的ꎮ 对

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来说ꎬ“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显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ꎬ代
表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外交的总体方向和趋势ꎮ 但是ꎬ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

代ꎬ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假问题ꎮ 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ꎬ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

要成员ꎬ资本主义阵营还未能完全从二战的冲击中恢复过来ꎬ两大阵营旗鼓相当ꎮ 对

于当时的中国来说ꎬ对资本主义发动攻势ꎬ争取实现世界革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

理性选择ꎮ 毛泽东主席在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的讲话中指出ꎬ虽然中国讲和平、不赞成

战争ꎬ但是ꎬ“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ꎬ我们是支持的!”他强调:“我们的

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ꎬ是不会放弃它的ꎬ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的战争! 我们如果不支持ꎬ就会犯错误ꎬ就不是共产党员!”①另一方面ꎬ可以设想ꎬ对
于 ２１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学者来说ꎬ“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能仍然是中国

外交的核心问题ꎬ但也可能不是ꎮ 到时候它是个什么类型和层次的问题取决于今后六

十多年国际政治、经济和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发展状况等许

多因素ꎬ所以谨慎地说是难以判定的ꎬ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是到那个时候ꎬ中国已经

和平地融入了国际社会ꎬ获得了与之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文化感召力相称的国际

制度话语权ꎮ
前瞻性的核心问题存在着不确定性ꎬ原因在于这样的问题受政策影响很大ꎮ 换言

之ꎬ这种不确定性内生于理论所具有的“实践”向度ꎮ 相较之下ꎬ历史性问题针对历史

事件或现象发问ꎬ这样的事件或现象都存在过ꎻ普遍性问题(比如集体行动)所指涉的

事件或现象则在过去、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都存在ꎮ 未来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根源

于国际关系的长远趋势难以预测ꎬ而人类发展的大势之所以难以预测ꎬ则主要源于两

个因素:第一ꎬ政治社会发展大势的影响变量过多ꎮ 国际关系中只有少数问题可以相

对准确地预测ꎬ但其代价也是昂贵的ꎮ 为此ꎬ需要在模型中加入尽可能多的变量ꎬ而出

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从来都是简约的ꎬ因此ꎬ社会科学预测往往是“反理论”的ꎮ② 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ꎬ成熟的社会科学都是历史学ꎮ 鉴于此ꎬ前瞻性核心问题有可能掉进发

明问题而不发现问题的陷阱ꎮ 第二ꎬ国际关系学家往往只是解释或阐释历史ꎬ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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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或改变历史ꎬ后者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职能ꎮ 卢凌宇和章远论证了在几乎所有的

情况下ꎬ理论家只能强化而不能矫正政治家的政策偏好ꎮ①另一方面ꎬ保罗􀅰安维

(Ｐａｕｌ Ａｖｅｙ)和迈克尔􀅰德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ｓｃｈ)对布什父子和克林顿政府的 ２３４ 位外交

和外事官员做了问卷调查ꎬ发现其中虽然有 ６８％的官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给他们提

出了决策的思想基础ꎬ但却又只有 １２.６％的官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工作中得到

直接的运用ꎮ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这两种功能的比例分别为 ７１.４％和

１２％ꎮ 而且ꎬ官员们普遍反感采用前卫科学方法的国际关系著作ꎮ 比如ꎬ温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和费伦(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这些在理论界最具影

响的学者ꎬ几乎完全在决策者的视野之外ꎮ②

规范性问题的一个变种是在逻辑上自洽ꎬ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现象或事件ꎮ
“关系主义”是颇具代表性的中国原创国际关系理论ꎮ 它的核心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

“关系(ｇｕａｎｘｉ)如何影响国际关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关系主义”具有浓厚的本

土文化色彩和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ꎮ 该理论的创建者指出ꎬ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是

“关系性”ꎮ 它是区别于个体理性的关系理性ꎬ强调主动创造最优共生关系并在这种关

系中界定和实现最大可及利益ꎮ “关系主义”做出了三个基本假定:一是人们在共在

关系框架中追求最大可及利益ꎬ 而不盲目追求并不现实的纯粹个人利益ꎻ二是人们主

动创造最优共在关系ꎬ以求改善自己所处的共在关系结构和利益实现环境ꎻ三是人们

可以接受儒家“体仁行义”的现实选择ꎬ 务实推动最优共在关系的构建ꎮ③显而易见ꎬ
三个假定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结构:如果人们不盲目追求纯粹的个人利益ꎬ那么必然

要兼顾所共在的社会关系ꎬ而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强调的恰恰是重集体轻个人ꎮ
然而ꎬ从经验和实证的角度来看ꎬ“体仁行义”的主张在国际关系史的哪个阶段或者范

围实现过? 如果从未实现过ꎬ它只不过是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理想而已ꎬ是指向未来

的ꎬ很难发育成经验社会科学的理论流派ꎮ

三　 经验性问题与学派的生成

经验性问题是核心问题的另一种类型ꎮ 本文认为ꎬ经验性问题更有助于国际关系

学中国学派的生成ꎮ 秦亚青强调中国的原创性理论不仅要具备地域上的社会实践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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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须具有“超出局部传统和经验的通则性”ꎮ①但无论原创性理论所围绕的核心问

题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ꎬ问题最好具有较强的经验背景或基础ꎮ 上文提及ꎬ经验性问

题可以是历史上的ꎬ也可以是现实的或者从古至今都存在的ꎮ “如何避免国际战争尤

其是大国战争”就是一个人类在历史上、现实中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面临的具有相

当普遍性的问题ꎮ
西方政治学的罗切斯特学派以理性选择理论著称ꎬ同时也可以视之为政治经济学

的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分支ꎮ②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理性经济人如

何做政治选择”ꎬ这里的“政治选择”可能是投票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ꎮ 该学派的

基本假定、原理和分析方法工具都借自微观经济学ꎬ目的是以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

析政治人的行为ꎮ 它通过研究集体决策或政治决定的过程和结构ꎬ探索理性选择如何

影响政治过程ꎬ涉及政治过程的各个方面ꎬ如立宪、立法、行政与司法ꎮ③公共选择学派

崛起的时代背景是凯恩斯主义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陷入困境ꎬ因此该学派也被视为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派别ꎮ 尽管如此ꎬ不能否认该学派提出的核心问题具有超越

空间和时间的普遍性:自从人类开始有组织地生活ꎬ如何行使公共权力就是一个伴随

始终的重大问题ꎮ
已经或正在生成的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学派都致力于回答经验性问题ꎮ 例如ꎬ作为

冷战后崛起的欧洲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赫流派ꎬ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安全分

析方法———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安全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概念与理论ꎮ④

这个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认定为“安全化如何影响世界政治”ꎮ 在当代世界以及可以

预见的将来都会存在ꎬ并且可能越来越具有现实的重要性ꎮ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也具有厚重的经验性成分ꎬ其实证基础

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ꎮ 他们通过借鉴荀子的“王”、“霸”、“强”三分

法ꎬ指出体系主导国的性质决定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ꎬ而其自身行为是影响国际规范

演化的主要路径ꎮ⑤相应地ꎬ“清华路径”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霸权国如何影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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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演化方向”ꎮ 清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要由路径成长为学派ꎬ所面临的主要挑

战除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提出“以概念为中心ꎬ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

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之外ꎬ①还包括要在春秋战国以外和之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找

到新的经验土壤ꎬ也就是令人信服地验证ꎬ其核心命题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独有的现

象ꎮ 当然ꎬ即使如此ꎬ也不妨碍清华学者的独具一格ꎬ但缺乏更广泛的经验基础会在时

间和空间上限制理论的外延ꎬ使之难以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ꎮ

生成中的“上海学派”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ꎬ②其中之一就是实证基础不清晰ꎮ

“上海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推定为“共生如何影响国际关系?” 我们假定东亚朝贡体

系是共生国际关系体系的典范ꎬ③问题是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朝贡体系之外ꎬ国际关系

史上还存在过类似的“共生体系”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ꎬ那么ꎬ共生理论就只能解释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亚朝贡体系内的国际关系ꎮ 这样的话ꎬ说“共生不仅是国际社

会的一种客观存在ꎬ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就是典型的规范性表述了ꎮ④类

似地ꎬ有关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如新兴国家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全球共生文明共

生意识和中国的崛起会促成共生型国际关系的观点ꎬ⑤就更像是预测或展望ꎬ其实证

基础仍有待观察ꎮ

简言之ꎬ规范性问题和经验性问题之间的分界线在于当前这个时间点ꎮ 如果问题

完全指向今天之后或者未来ꎬ就是规范性的ꎬ反之则是经验性的ꎮ 但抛开规范和经验

的区别不论ꎬ要通过“核心问题驱动路径”来建立中国学派ꎬ可能还不得不解答以下三

个相互关联的问题ꎮ

第一ꎬ“核心问题”的认定很可能存在“泛目的性”ꎮ 秦亚青教授明确指出ꎬ“核心

问题引导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１５０ 多年来ꎬ 中国相对于国际

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ꎮ 现在ꎬ 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观念

变化使我们第一次开始比较成功地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ꎮ 围绕中国与国

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会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ꎮ”⑥所谓“必然会导致”

隐含了一个假定ꎬ即学者们会围绕着核心问题采取集体行动ꎮ 这就赋予了文化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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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的性ꎮ 但是按照波普尔的逻辑ꎬ研究问题的产生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ꎬ难以科学、
逻辑地理解ꎮ①同时ꎬ我们不能否认ꎬ对于学者而言ꎬ研究什么问题是文化选择ꎬ是人

“有意识”地思想和行为的过程ꎮ②尽管如此ꎬ不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比如采访和问卷

调查)ꎬ我们很难确证ꎬ学者们选择某个与核心问题具有亲缘关系的研究问题ꎬ是出于

政治上的“合目的性”ꎮ
如果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某一问题是出于无意识的目的性ꎬ那么在缺乏实证支

持的前提下ꎬ不能轻易地排除“泛目的化”的可能性ꎮ “泛目的化”的要点在于从果推

因ꎬ是“反向工程”ꎬ即从已完成的工程的产物出发去推断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

程ꎮ 按照郑也夫的观点ꎬ“泛目的性”根植于人类理性的反思精神ꎮ 理性倾向于“将人

的很多行为披上了意图和得失计算的外衣ꎬ其实很多决策是情感完成的ꎬ其中几乎没

有意图和得失的考量”ꎮ 相应地ꎬ理性在解释人类历史时ꎬ常常将“目的”注入其中ꎮ③

学科发展史是广义的人类思想史的内容ꎬ思想史是人类历史的子集ꎬ难免受到“泛目

的论”的影响ꎮ
秦亚青教授在此处的论证借鉴了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的权力知识理论ꎮ 考克斯

认为ꎬ理论总是在为某种目的服务ꎮ 通过以时间和空间特征对理论问题加以定位ꎬ可
以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目的性特征ꎬ即旨在解决西方战后面对的各种问题ꎬ维
持西方主导的世界性权力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关系ꎮ④ 秦亚青与考克斯的区别在

于ꎬ考克斯强调研究人员意识的目的性ꎬ但秦教授表示目的性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

的服务功能”ꎮ⑤ “无意识的服务功能”的困难之处在于它很难验证ꎬ充其量只能视之

为又一个基本假定ꎮ 假定此功能是存在的ꎬ同时也就假定了特定的社会知识结构对于

人的意识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ꎮ 这个假定就更大胆了ꎬ但是同样难于验证ꎮ
不仅如此ꎬ国际关系某些学派的“核心问题”似乎不是政策性的“合目的性”所能

解释的ꎮ 北欧学派即是一例ꎮ⑥吴志成和杨娜在论及这一区域和平研究的兴起时指

出:“一方面在于北欧国家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优势ꎬ面临的武力威胁较小ꎬ和平成为

这一地区的主题ꎻ另一方面ꎬ北欧国家普遍较为富强ꎬ政府与教育部门重视发展国际关

系学ꎬ充分的资金投入促进了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与合作ꎮ”学派的兴起需要行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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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上的支持ꎬ这一点毫无疑问ꎮ 另一方面ꎬ所谓和平研究只不过是硬币的一面ꎬ它的

另一面就是战争或冲突研究ꎮ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和平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刊登的论文几乎都以战争 /冲突为自变量或因变量ꎮ 从逻辑上看ꎬ北欧地区

承平日久ꎬ如何制止战争显然不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心ꎮ 相应地ꎬ学者们也不应

对战争和冲突予以如此多的关注ꎬ而是应该更多地关心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问题ꎮ

第二ꎬ即使以同样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为经验基础ꎬ也很可能提出不同的核心问题ꎬ

所以核心问题的认定具有较强的阐释性ꎮ 秦亚青教授把“如何护持霸权”视为美国学

派的核心问题ꎮ 在他看来ꎬ无论是二战后初期兴起的新现实主义ꎬ１９７９ 年之后崛起的

新制度(自由)主义ꎬ还是冷战后出现的建构主义ꎬ都服务于这一核心问题ꎮ 它们的回

答针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际地位和政策导向的变化ꎬ即权力霸权、制度性霸权

和文化霸权ꎮ 在后冷战时期ꎬ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

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ꎮ①实际上ꎬ三大主义远远不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ꎮ

相对于 １９８０ 年代之后逐渐兴盛的实证主义政治学和日渐多样化的研究议程和纲领ꎬ

三大主义在当代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学中实际上是相对边缘化的ꎮ②由于论文篇幅的

限制和集中论证的需要ꎬ秦亚青教授并未触及这一问题ꎬ只是指出这些国际关系学

“研究问题趋同”ꎬ“理论流派五彩纷呈”ꎬ虽然具体问题和理论假设各不相同ꎬ但是“关

注的都是相同的核心问题”ꎮ③

研究问题和核心问题的认定会由于研究者视角的不同ꎬ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

的面貌ꎮ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观察ꎬ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

主义和建构主义)所要回答的ꎬ并不是一个地区 /国别性的问题ꎬ而是一个普遍性很强

的问题ꎬ即如何避免国家间尤其是大国战争(冲突)ꎮ 当然ꎬ三大主义提问的时机具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ꎬ分别针对二战后早期的均势和平、１９７０ 年代的缓和时期以及两极格

局的和平瓦解ꎮ 它们的理论家只是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ꎬ分别是大国权力分

配、国际机制和国际文化ꎮ 也就是说ꎬ三大主义问了同一个问题ꎬ但做出了不同的回

答ꎮ④尽管如此ꎬ问题本身超越了提问者所处的时代ꎬ从而具有很强的普遍性ꎮ 换言

之ꎬ核心问题的认定不是唯一的ꎬ而是有着较强的阐释性质ꎮ 学者们或许研究类似的

具体问题ꎬ但他们未必会认同一个所谓的“核心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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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拟以国家 /地域命名的学派来说ꎬ“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还面临着另一个困

难ꎬ那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会导致学派“断裂”ꎮ “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

都是对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概括和总结ꎮ 实际上ꎬ自 １９１９ 年现代国际

关系学建立以来ꎬ这个学科在两个国家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停止过ꎮ 如果说核心问题是

国家特定阶段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的映射ꎬ那么ꎬ英国和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

当代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ꎮ① 如果核心问题是识别学派的标准ꎬ那

么ꎬ由于美英两国在二战前后的国际地位迥然不同ꎬ面临的核心问题自然也不一样ꎬ所

以不宜将它们泛泛地称为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ꎮ

四　 观念与学派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解释ꎬ“中国学派”是一个理论集合体ꎬ类似于一个中国特色的

研究纲领ꎮ 理论作为一个系统ꎬ其生成始于一个核心ꎮ 这个核心称为理论的硬核ꎬ是

“一种理论区别于另外一种理论的根本标志ꎬ是理论的灵魂所在”ꎮ ② 在伊雷姆􀅰拉卡

托斯(Ｉｍｒｅ Ｌａｋａｔｏｓ)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中ꎬ理论的硬核是“不可改变的、特权化的知

识”ꎮ③埃曼夫妇(Ｃｏｌｉｎ 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Ｅｌｍａｎ)指出ꎬ新现实主义的硬核至少有七

个ꎬ包括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自助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则ꎬ以及生存是国家的

首要考虑ꎬ等等ꎮ④换言之ꎬ理论硬核的本质是一系列关于人和世界的基本假定( 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ꎬ而理论的基本假定往往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观念ꎮ

观念是人“关于某方面的认识和觉悟”或者“客观事件在人脑中留下的概括形

象”ꎮ⑤外交决策分析的“操作编码”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学者提供了观念的类型学标

准ꎬ⑥将之分为哲学观念和工具观念ꎮ 前者类似于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或人“对世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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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原则化观念和因果信念ꎬ参见[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
架”ꎬ[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息、制度与政治变迁»ꎬ刘东国、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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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和看法”ꎬ①其功能是指导诊断行为场景ꎻ后者的作用是提出最有效的战略和策

略ꎮ 世界观代表了人对有关世界和人生的基本问题的回答ꎬ而基本问题会在特定的

“问题域”中起“规定作用”ꎬ决定该域中全部问题的特殊性质ꎮ②类似地ꎬ马克思主义

哲学也认为ꎬ人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下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ꎮ 世界观不同ꎬ对

事件的应对和处理的方式方法也就不一样ꎮ

具体到国际关系学中ꎬ哲学观念往往指涉学者们在科学研究中所持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ꎬ而工具观念则指涉方法论或方法选择ꎮ 如前所述ꎬ有不少学者强调方法论或方

法对于学派生成和维持的重要性ꎮ 例如ꎬ斯蒂格勒指出ꎬ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

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ꎬ那它的寿命将更长ꎮ 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ꎬ因而

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挑战ꎮ③ 类似地ꎬ有学者认为“一个学派必

须在某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ꎬ并已建立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ꎬ

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ꎮ”④实际上ꎬ方法的选择是受理论基本假设

(本体论)和认识论支配的ꎮ 有学者基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考察发现ꎬ在美

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ꎬ理性主义 /自由主义的的假定与定量研究方法ꎬ以及建构

主义的假定与定性方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对应关系ꎮ 比如ꎬ几乎找不到使用定量方法

的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ꎮ⑤詹姆斯􀅰玛洪尼(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和加里􀅰戈尔

茨(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进一步指出ꎬ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文化ꎬ受到

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的约束ꎮ 它们在解释方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因果关

系(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多元解释以及概念和度量等方面都背道而驰ꎮ 例如ꎬ从解释的途径来

看ꎬ定性方法重在解释个体案例ꎬ强调结果产生的原因ꎬ而定量分析则关注独立变量的

平均结果ꎬ注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ꎮ⑥把这个区别追溯到认识论ꎬ那就是实在论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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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ꎬ第 １６６ 页ꎮ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ꎬ第 ２９－３１ 页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ｌｉｎｉａｋ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ｉｅｒｎｅｙ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ＰＥ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ꎬ Ｖｏｌ.１６ꎬＮｏ.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６－３３.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ꎬ认为这种对应关系既非自然ꎬ也不明显ꎮ 它并不是
必然的ꎬ也非价值驱动ꎬ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系统学术训练和学术发表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
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ꎬ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ꎬ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ｙ”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１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５８－７１ꎮ 这个观点的基本假定是观念早在
学术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ꎮ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ꎬ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２２７－２４９.



主义的差异ꎮ①所以ꎬ可以认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同构性ꎮ 出于行文的方

便ꎬ本文中将它们统称为 “观念”ꎮ

前文论及的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本体论是理性经济人ꎮ 交易政治学是

其另一个基本假定ꎬ认为人类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ꎬ可以视作

其认识论ꎬ由于政治活动的本质是公共选择ꎬ并且在此过程中个人的目的是在成本收

益分析的基础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ꎬ那么政治只不过是更复杂的交换ꎬ所以可以用微

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政治过程ꎮ 方法论个人主义则是其方法论特征ꎬ强调人类

的一切活动都应从个体来理解ꎬ这与理性经济人的本体论相符合ꎮ

再以英国学派为例ꎮ 从核心问题的视角来看ꎬ英国学派围绕着“国际社会”这个

核心概念展开ꎮ 从观念的角度来看ꎬ英国学派的特色“总体上”体现在方法上ꎬ区别于

“美国注重科学方法ꎬ强调理论的超历史特征、价值中立性以及经验实证性”ꎬ英国学

派“强调理论的思辨性、历史性以及理论必然具有的价值内涵”ꎮ② 有学者把英国学派

的理论内核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支点”ꎬ即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ꎬ以“国际秩

序”、“国际正义”、“维系国际社会的因素”为研究支点ꎮ “秩序”和“正义”是国际社会

的两种基本价值ꎬ维系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上述两种价值ꎮ③进一步言之ꎬ

英国学派的选题和方法取决于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本体论共识或基本假定ꎮ 这些观点

包括“人类历史的复杂性”、 “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和“人类认识

能力有限性”ꎮ 所以ꎬ“明确的研究方向、重视本民族话语”以及“走自己的路、重学术

传承、锲而不舍与不懈努力” 则是基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特征ꎮ④ 此外ꎬ相对于战后美

国国际关系学的理性主义主流ꎬ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则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建构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ꎮ 比如ꎬ就本体论而言ꎬ美国强调物质ꎬ英国偏重理念ꎻ从认识论角度

来看ꎬ美国强调科学实在论ꎬ英国偏重理性思辨ꎻ在方法论方面ꎬ美国强调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一元论ꎬ英国偏重历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ꎮ⑤这些区别不仅是美国和英国

国际关系学的整体区别ꎬ也被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所

传承ꎮ 本杰明􀅰科恩(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ｏｈｅｎ)指出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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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７４－１０２
页ꎮ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ꎬ第 １７２－１７３ 页ꎻ也可参见苗红妮:«国际社会理
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４０－５３ 页ꎮ

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ꎬ第 １５－１６ 页ꎮ
王存刚:“可借鉴的和应批判的:关于研究和学习英国学派的思考”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ꎬ第 ４８－

５２ 页ꎮ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ꎬ第 １６５ 页ꎮ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ꎮ 美国学派是主流ꎬ其特征是使用纯粹科学或硬

科学的方法和模型ꎬ其分析的基础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ꎬ即坚持认为知识增长的最

佳途径是通过客观观察和系统(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检验ꎮ 英国学派则试图超越主流政治学和

经济学ꎬ重视规范性的研究ꎬ绝不满足于所谓科学方法ꎮ①

五　 “观念引导路径”的合理性

共有观念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鲜明特征ꎬ也是引导学派生成的可行路径ꎮ

相对于“核心问题驱动路径”ꎬ“观念引导路径”的合理性如下:

第一ꎬ国际关系学家回避不了观念选择ꎮ 无论研究者是否有明确的意识ꎬ永远是

被观念驱动的ꎮ 观念首先体现为关于世界政治的若干本体论原则或称基本假定ꎬ以及

与本体论相对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ꎮ 例如ꎬ罗切斯特理性选择学派的基本假定是政治

行为体是“理性地”实施各种行为的ꎮ② 这个本体论在方法论上的对应就是方法论个

体主义ꎮ 相应地ꎬ在具体方法上ꎬ形式建模和统计分析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ꎮ 外交决

策分析(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本体论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而

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个基本观念则是国家是单一的政治体以及国际关系处于无政

府状态ꎮ 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认识论选择ꎬ即前者是科学

实在论ꎬ而后者是工具主义ꎬ而对立的方法论 /认识论又导向不同的方法选择ꎬ具体而

言ꎬ科学实在论对应的是跨层次分析ꎬ而工具主义对应的则是单一层次研究ꎮ③ 如前

所述ꎬ政治学理性选择学派也遵循着由本体论到方法论 /认识论再到方法选择的路径ꎮ

研究方法本身会更新ꎬ但由于本体论－认识论 /方法论的选择是不可回避的ꎬ学者们会

自然而然地分散到不同的“阵营”ꎮ

第二ꎬ观念具有强大的稳定性ꎮ 如果说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会受到国家发展阶段

和外交战略的影响ꎬ那么ꎬ世界观和方法论 /认识论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ꎬ因为人是

观念的动物ꎮ “观念先行”不仅仅是外交决策者的显著特点ꎬ④也是人的本性使然ꎮ 实

３４１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ｏｈｅｎ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 Ｗｈｙ Ａ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ＰＥ 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１９８.

Ｃｏｈｅ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ꎬ “Ｒｅｖ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ｒｄ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Ｖｏｌ.２１１ꎬ Ｎｏ.１６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１４－１６.
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ꎬ第 ７４－１０２ 页ꎮ
卢凌宇、章远:“理论如何影响政策? 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ꎬ第 ３４－５１ 页ꎮ



验政治学验证了观念强大的惯性ꎮ① 朱迪斯􀅰戈尔斯坦(Ｊｕｄｉｔｈ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和罗伯特􀅰
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认为观念改变的前提是“被事实所怀疑”ꎬ或者出现了更具说

服力的强大观念ꎮ② 但是ꎬ罗纳德􀅰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ｒｓｅ) 和弗里德曼夫妇(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的洞见表明ꎬ人并不会轻易地被事实或相反的观念所说

服ꎬ反而倾向于顽强地捍卫自己的观念ꎮ 比如ꎬ科斯注意到数理工具的盛行导致了经

济学研究中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同样的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经验发现ꎮ 科斯的结论是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中ꎬ理论在统计调查进行之前就已存在ꎬ而并非从调查中产生ꎮ”③

统计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检验而是证实既有理论ꎮ 早年的弗里德曼坚信经济学家的

政治倾向取决于实证观点(证据)ꎬ这也是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这篇经典论

文的认识论基础ꎮ④ 但是ꎬ到了老年ꎬ弗里德曼日渐接受妻子罗斯的观点ꎬ那就是经济

学家的政治倾向决定其实证观点(证据):“一些被我视为科学发现的观点不断地受到

抨击ꎬ抨击我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客观判断的驱

使ꎮ”⑤

凯恩斯早就深刻地指出ꎬ对于人的行为来说ꎬ思想的逐渐侵蚀远比既得利益的力

量强大得多ꎮ 具体而言ꎬ“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ꎬ在 ２５ 或 ３０ 岁以后还受新理论

影响的人是不多的ꎮ 因此ꎬ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们所能运用的理论不大可能是

最新的ꎮ”实验心理学的很多研究成果支持了凯恩斯的思想ꎮ 比如ꎬ人们并不是随心

所欲地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事件ꎮ 人们如果持有某种信念的话ꎬ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的信

念辩护ꎮ⑥这个现象制造了一种客观性(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假象ꎮ⑦这种客观性之所以是虚

假的ꎬ原因在于:为固有观念辩护时ꎬ是受到偏见激励的ꎮ 人们有选择地在记忆里寻找

能够为自己的愿望提供支持的论据ꎬ在面对相反的信念时更倾向于接触和使用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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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ꎮ
学者的本体论、方法论 /认识论等观念所具备的高度稳定性ꎬ是学派生成的强大思

想基础ꎮ 罗切斯特学派的生成和繁荣印证了这个观点ꎮ 罗切斯特学派的理性选择路

径是以芝加哥学派领袖查尔斯􀅰梅里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ｅｒｒｉａｍ)所推崇的行为主义政治学

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ꎮ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区别在于ꎬ前者只强调统计相关性

和经验检验ꎬ但缺少对于人类行为的公理性假设和能够产生普遍规律的最小化假

定ꎮ①相反ꎬ威廉􀅰莱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ｋｅｒ)的理性选择并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ꎬ而是

根植于关于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假定ꎬ那就是人们在“可靠地、理性地实施行为”ꎮ②莱

克的这一信念形成于青年时代ꎮ 早在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前ꎬ莱克就对当时流行一时的

个案研究方法表示严重质疑ꎮ 到了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ꎬ莱克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ꎬ并
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政治联盟理论»一书ꎮ③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的学者都认同莱克

的思想ꎮ 由于观念的一致性ꎬ罗切斯特学派被誉为牢不可破的军团(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 ｃｏｒｐｓ)ꎮ
在罗切斯特政治学系诞生十年之后ꎬ系里只流失了克莱默( Ｊｅｒｒｙ ｋｒａｍｅｒ)和古登堡

(Ａｒｔｈｕｒ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两位教授ꎮ④相比之下ꎬ耶鲁学派即使在巅峰时期也在不断地损失知

名教授ꎮ 在 １９５５－１９７０ 年间ꎬ只有多伊奇(Ｋａｒｌ Ｄｅｕｔｓｃｈ)和阿尔蒙德(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ｌｍｏｎｄ)
还在那里ꎮ 可以认为ꎬ集体的价值或信念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ꎮ 学派的生命

决定性地依赖于一个集体如何坚守特定的价值或信念ꎮ⑤

第三ꎬ观念共同体的集体行动成本最低ꎮ 人类的绝大多数选择都是有目的的ꎮ 但

正因为人类行为广泛存在的目的性ꎬ集体行动就变成了人类群体生活最大的挑战ꎮ 假

定“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下学者们在做问题选择的时候怀着有意识的目的性ꎬ那么如

何促成集体行动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ꎮ 若非观念契合ꎬ学派领袖要在学术团队推

进他所倡导的研究纲领难度很大ꎮ 清华团队目前所处的一个重大困境就是其研究纲

领乏人跟进:前期工作“参与人员较多ꎬ士气高涨ꎬ成果较多”ꎬ但从 ２０１１ 年起转入“创
新阶段”后ꎬ“团队发表的论文明显减少ꎬ亦有不少成员转向其他研究领域”ꎮ 孙学峰

等把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归咎于学术创新比学术梳理难度大ꎬ只有后者才适合于“大
兵团”作战ꎬ前者只能靠具有独特能力的少数人来解决ꎬ“特别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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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ꎮ①为了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ꎬ清华团队亦曾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吸纳有志于此

的研究者ꎬ但应者寥寥ꎮ 相反ꎬ观念选择是个体的内生行为ꎬ是个体的自由选择ꎬ往往

形成不约而同的集聚效应ꎬ因此即使不能说不存在集体行动问题ꎬ其集体行动的成本

也比“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要小得多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观念引导路径实乃知识生成

和演化的自然路径ꎮ

如前所述ꎬ自然演化与人为建构并不必然矛盾ꎮ “观念引导路径”的缺陷和短板ꎬ

恰恰可以被人为建构所弥补ꎮ 在“观念引导路径”下ꎬ理论学派的生成是散漫、渐进和

无形的ꎬ发展和成型很慢ꎮ 一个潜在的学术共同体从共有观念出发ꎬ致力于某个或者

某些问题的研究ꎬ到一定时候ꎬ这个共同体会逐渐成形ꎬ形成合力ꎬ学派最终水到渠成ꎮ

在这个过程启动的时候如果能够产生出引领学术潮流、凝聚观念共识的学术精神领

袖ꎬ学派生成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提升ꎮ 所以ꎬ没有莱克的首善之功ꎬ理性选择的政治

学派未必会形成于罗切斯特大学ꎬ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地在罗切斯特大学生成ꎮ 耶鲁学

派得以进入鼎盛时期ꎬ也有赖于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这位学术领袖的强大号召力ꎮ

此外ꎬ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的衰落ꎬ主要原因是由于观念分裂或衰落ꎬ无力再凝

聚思想共识ꎮ 这些经验反证了观念对于学派生成和维持的重要性ꎮ 以“核心问题”来

辨识学派是秦亚青教授的贡献ꎮ 在此之前ꎬ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以观念来认定学派ꎬ

比如罗切斯特学派的“理性选择”、耶鲁学派的“多元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经验主

义”ꎮ 施蒂格勒就指出ꎬ科学中的学派是认同一门科学中的某个(些)观点的科学家的

集合ꎮ②

耶鲁学派的信念是多元主义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多元主义强调“严密的逻辑、清晰

的概念和可检验的结果”ꎮ 吊诡的是ꎬ正是多元主义本身导致了耶鲁学派在 １９６０ 年代

末的衰落ꎮ 在多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ꎬ耶鲁学派内部分别形成了以达尔、莱因(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ｉｎ)和多伊奇为首的三个泾渭分明的集团ꎮ 他们各自为政ꎬ很少互相往来ꎮ 多元主

义也受到社会变革的挑战ꎬ例如抗议越南战争和纽黑文的城市骚乱ꎬ都导致了大量的

批评ꎮ③

梅里姆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ꎬ德高望重ꎬ但他坚守的信念始终未能定于一尊ꎮ 虽

然同事们为“光辉的事业和伟大的同志友谊而感到骄傲”ꎬ他们并未放弃自己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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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ꎮ①有两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一是梅里姆和声名卓著的摩根索在政治科学的哲学

基础、研究方法、学科现状和未来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ꎮ 例如ꎬ梅里姆相信进步主

义哲学ꎬ但摩根索坚持认为人性本恶ꎬ社会工程于事无补ꎮ②甚至在国际关系学科内

部ꎬ摩根索和赖特也观点相左ꎬ一个反科学方法ꎬ一个支持科学方法ꎬ撕裂了学派ꎮ③二

是政治哲学大家斯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ꎬ他相信政治哲学经典是万能的ꎬ对于梅里姆

推崇的经验研究不屑一顾ꎬ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出色的学者ꎮ④这些裂痕分散了学派

的力量ꎬ对于学派在 １９４０ 年代末的衰落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ꎮ

耶鲁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由于观念分裂而衰落ꎬ清华团队则在学派成形之前就受到

观念分歧的困扰ꎮ 清华团队出现了侧重思想和历史两种研究取向ꎬ尚未能“在某个领

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ꎬ并已建立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ꎮ 孙学峰等

坦陈ꎬ“两者的融合很困难ꎬ还需要一些时日”ꎬ并认为“清华路径”上升为“清华学派”

的关键是“以概念为中心ꎬ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ꎮ 不

仅如此ꎬ清华团队还在认识论上达成了共识ꎬ即认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思想与当前

国际关系具有相似性ꎮ ⑤ 鉴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构性ꎬ清华团队的内部分

歧很可能是团队成员无法在世界观和本体论上达成共识ꎮ

结　 论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ꎮ 习主席特别指出:“哲学社

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ꎬ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ꎬ是成熟的标志ꎬ是实力的象征ꎬ

也是自信的体现ꎮ”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ꎬ中国已经成长为哲学社会科学

大国ꎬ“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ꎬ但我们在“学术命题、

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还很欠缺ꎬ与我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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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不相称ꎮ①

国际关系学是关照天下的学问ꎬ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学问之

一ꎮ 建构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ꎬ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响应习主席的号召ꎬ为我国争

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尝试ꎮ 科学学派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代表“一

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重要标志”ꎮ 学派的出现与繁荣ꎬ“预示着一个国家进入了思想活

跃的文化大发展时期”ꎮ② 国际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将成为中华民族在社会政治思想

上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综上ꎬ本文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深化秦亚青教授首倡的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

生成的“核心问题驱动路径”ꎻ二是提出区别于“核心问题驱动路径”的“观念引导路

径”ꎮ 应该说ꎬ“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充分地传承了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ꎬ那就是对实

践的高度重视ꎬ“始终将自己的双脚牢牢地踏在实践的大地上”ꎮ③贯彻核心问题路径

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被绝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喜欢和接受的全局性的研究

问题ꎮ 正如唐小松所言ꎬ在尝试创建理论的同时ꎬ 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的理论

要成为什么样的理论ꎮ④与此同时ꎬ可能不得不解决建立和巩固学术共同体这个集体

行动问题ꎮ “观念引导路径”则强调具有相似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取向的学者自

然演化成学派ꎮ 选择这条路径意味着我们只需要认真地致力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ꎬ假

以时日ꎬ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自然瓜熟蒂落ꎮ 当然ꎬ从经验上看ꎬ学术精神领袖对于

学派的形成和维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和“观念引导路径”取向不同ꎬ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

派的建设而言ꎬ却有着相同的启示ꎬ那就是我们有必要把理论和政策区别开来:理论是

中立的ꎬ是人类共享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ꎬ是天下之公器ꎬ而政策却是有利益和价值取

向的ꎬ是针对国家的特性和需求制定的ꎮ⑤所以ꎬ中国学派的理论或许很难把实用性对

策研究的成果积累作为支点ꎮ 而且ꎬ上述两条路径既可以并行不悖ꎬ又很可能有交集ꎮ

如前文所述ꎬ秦亚青教授以核心问题来认定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ꎮ 就美国学派和英国

学派这个分野而言ꎬ通过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ꎬ仍然可以清晰地区分ꎮ 唐小松就

认为ꎬ英国学派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人文主义方法论ꎮ⑥ 如果说前者是方法论的特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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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后者则是本体论的假定ꎬ两者相结合ꎬ形成了英国学派的识别标志ꎮ 此外ꎬ从逻辑

上看ꎬ两条路径是可以整合的ꎬ其中一个很有希望的领域就是外交决策分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ꎮ 相较于宏观的体系理论ꎬ外交决策分析这个领域更符合中国文化经

世致用的传统ꎮ 它的最基本假定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这与中国人

本主义的“关系”文化传统颇有相似之处ꎮ①它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征是基于史料和逻

辑的“过程追踪”ꎬ而我国恰恰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学考据传统ꎮ 而且ꎬ外交政策分析

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薄弱的环节ꎬ在工具主义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今天ꎬ这个领域

很有希望成长为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ꎮ②国际关系知识的增长是渐进的ꎬ为此我们

不得不承认西方学者的先发优势ꎮ 从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ꎬ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异ꎮ

由于外交决策分析与主流国际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大异其趣ꎬ非常有助

于中国学者后来居上ꎬ较快地形成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ꎮ

最后但非常重要的一点ꎬ本文探讨的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学派ꎮ 不可否认ꎬ规范

色彩深厚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也有可能形成学派ꎬ例如政治哲学的斯特劳斯学派ꎮ

在中国ꎬ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学说③就有潜力成为国家关系哲学中国学派的核心和起

点ꎮ 如果目标是建立(国际)政治哲学的中国学派ꎬ我们就会遵循很不相同的逻辑ꎬ形

成大异其趣的愿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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